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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年四月关于独身女性是否拥有生育权和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完成生育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和热议话题，

这是近几年来在“冻卵案”之后，该话题又一次为人所关注。该话题的成因在于我国生育权主体被限制

于已婚双方，排除了独身女性。然而实际上，生育权在时间纵向和主体横向两个维度都展现了极高的价

值属性，其价值位阶高于婚姻，不应当被后者限制。其次，从民法角度来看，生育权并非宪法性权力或

身份权，而是人格权，说明生育权是自然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独身女性不应被排除在外。分析发现，造

成这种将独身女性排除出生育权主体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对这类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因此，进一步破除

性别歧视与偏见，落实平权政策，是进一步改善独身女性生育环境，促进我国人口平衡发展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 

生育权，人格权，女性，性别歧视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Problems of the Birth Rights of Chinese  
Single Women 
—Taking Sichuan Province “Birth Registr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Measures” as an Example 

Wentao Zhang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y 16th, 2023; accepted: Jul. 7th, 2023; published: Jul. 20th,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1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19
https://www.hanspub.org/


张玟韬 
 

 

DOI: 10.12677/ass.2023.127519 3805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The topic of whether single women should have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us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became a hot topic on Weibo in April this year, which was once again in the spotlight 
after the egg freezing case in recent years. The reason for this topic is that the subject of reproduc-
tive rights in China is limited to married couples, excluding single women. However, in fact, re-
productive right shows the extremely high value attribute in both time vertical and subject hori-
zontal dimensions. Its value is higher than marriage and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y the latter. Se-
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law, reproductive rights are not constitutional rights or iden-
tity rights, but personality rights, indicating that reproductive rights are a basic right of natural 
persons, and single women should not be exclude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
non of excluding single women from the subject of reproductive rights lies in the social discrimi-
nation and prejudice against such women. Therefore, to further eliminat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and implement th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is a key step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irth environment of single women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our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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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身女性生育权争议背景 

1.1. 案件实例：独身女性冻卵案 

近日，关于独身女性是否有权通过冻卵实现未婚生育的话题再次登上微博热搜，这是继 2019 年全国

第一例“独身女性冻卵案”之后，“独身女性生育权”又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所谓“冻卵”，是

女性在不愿进行生育时将卵细胞进行冷冻，在需要时取出加以利用的生育技术方案，其优点在于能够避

免当事人因生育意愿延滞或身体生育最佳时机的错失而导致不良生育结果，实质上是一种女性“生育保

险”。而在 2019 年的“冻卵案”中，原告以独身女性身份，提请法院要求医疗机构为其提供冻卵服务的

诉求，在两次庭审中均被法院以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由驳回。该案中，

被告北京朝阳医院辩称该诉求违背医学伦理且存在技术上的风险，因此拒绝原告的冻卵要求是合理的；

法院判决也意在说明原告的诉求违背我国有关政策和法规。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表面在于医

疗技术启用的门槛要求是否合理，实则是争议本源在于单身女性是否拥有生育权。 
《规范》制定之初，相关生育辅助技术客观上确不成熟，但仅以此为据并不足以在伦理或者法律层

面否定独身女性的生育权。同为生殖细胞的精子在进行冷冻时，冷冻技术使用者的婚姻状态未见相应限

制；而卵细胞冷冻服务却对接受服务者设置了门槛。而在技术已然成熟和男女平等的时代政治背景下，

基于相同机能的技术应用因性别设置区分门槛，不免有歧视女性之嫌。 

1.2. 我国当前法制现状 

我国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生育权”及其相关内容，因此在“冻卵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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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也是只是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案由进行审理。但是，形式民法对生育权规范的空白，不代表实质意

义上民法规范的缺位。例如，在《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1中都大致笼统

的叙述了有关生育的内容，实质上是间接承认了生育权的存在。特别是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公

民有生育的权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不仅承认生育权，而且认为该项权利的主体是一切公民，

并无是否“独身”之分。此外，在 2021 年，社会抚养费随着“三胎政策”的落地一并取消，宣告我国实

际在法律层面真正认同了非婚生育的合法性。因此，在宪法性法律和行政法视野下，生育权不仅确实存

在，而且其主体当然涵盖“独身女性”这一群体。 
然而有关权利主体的规定，却在更加具体细化的操作性文件中有了不同的定义。这使得该项公民权

利的实施缺乏了有关实践依据的支持，上述法律中关于公民生育权的规范沦为一种宣言存在，权利无法

真正落到实处，实现独身女性的生育利益成为一纸空文。如上文提到的《规范》以及《实施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伦理规则》等部令，均对独身女性启用生殖技术的条件做了极大的限制，在事实上否定了独身

女性借此实现生育愿望的可能。这类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位阶虽然低于法律，但集中体现了政策执行部门

的意志；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有关生育制度的政策几经改变，针对该条款的质疑层出不穷，都未能

促使卫生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由此造成的相关行政法规定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体现了立法

机构内部之间的意见冲突与争议。导致在事实上，我国仍然是将生育权的主体限定在了婚姻关系的男女

双方。 

1.3. 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击 

2023 年 2 月 15 日生效的四川省《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取消了以结

婚作为生育登记前提的限制 2，改变了登记的行政行为性质，扩张了生育主体范围。《办法》实际上认可

了独身女性生育行为的合法性，否定了《规范》限制生育权主体的做法，并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

价值取向回归。近年来为实现刺激生育的需求，在国家层面产生了“三孩政策”，直接对国家生育计划

内容进行修改；在地方上产生了将独身女性加入生育权主体的立法动向，肯定并鼓励独身女性生育来间

接实现增加出生人口的目标。 
地方上扩张生育权主体范围的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2 年的《吉林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而近期

在广东安徽两地，也出台了调整生育主体范围的相关文件，将生育登记主体从夫妻扩展到了未婚群体。

从《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法律效力位阶来看，《办法》与其他地方性法规和作为部门规章的《规

范》处在同一位阶，同时发生效力。而在两者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就生育权主体范围的问题，

地方性法规做出了与行政规章完全不同的回应。因此，前者的出现无疑是对既有生育权体系的巨大冲击。 

2. 生育的价值属性分析 

从《规范》中否定独身女性利用技术以实现生育的这一立法措施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来看，其实

际上将生育与婚姻相关联，认为生育是婚姻的一种固有职能，而生育则服务于婚姻。这实际上是对婚姻

与生育二者之间关系的误解。实际上，从人文主义观点来看，婚姻作为一种文明社会的伦理制度，应当

服务于作为人生理和精神本能的生育行为，而不应当是对生育的一种限制和枷锁。生育作为人的根本性

价值理念和社会存在的基石，其重要性程度远高于婚姻这一伦理制度。 

 

 

1 例如在《宪法》49 条中论述：“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从义务方面规定了生育问题，而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17 条则

从权利角度明确“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51 条则叙述为：“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 
2《办法》第三、第四、第五条以夫妻(公民)的规定形式对生育登记主体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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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育价值属性 

首先，基于人类的生物学特性，繁衍生殖乃是人的最基础需求。生育作为本能在人类的基因中进行

传递和表达，生育繁衍也就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来看，生理需求在

“需求金字塔”的最底端，而生育需求则可以认为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在母系社会时期，以及父系社

会建立的早期，繁衍生殖需求的极高的个人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就以“生殖崇拜”的形式出现，并

成为人们对于生育价值和欲望的最直接和暴力的具象化体现。而生殖崇拜也因此成为人类早期生育文化

的核心和重要源头[1]。 
其次，对于个体及其所生活的家族而言，在早期历史中，家族的兴盛和繁荣有赖于血缘关系网的建

立和传承，这一点在我国古代社会尤为明显，并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家庭观念中。在人们意识到生育行为

所带来的生产力方面的人口福利后，完成生育行为已经不再是早期文明时期仅仅对个人产生重要意义的

行为，其同样也被整个社会所关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观念。生育愿望也伴随文明制度的建立而被

寓于制度其中，例如在《大学》所做的关于人生阶段的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完成生

育后代的责任就隐藏在“齐家”的理念下，这也是同时期周朝“家国天下”“家国一体”的社会理念的

完美代表。而在民间，原有的社会关系构建与家族式封建统治的组织架构也是基于人数的体现，民间的

“香火”观念，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导，这些都是生育在我国传统社会观念中具有极高地

位的证明，由此也可见“大家族”观念在际代关系中已逐渐深入人心。 
再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生育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的发展于社会的稳定性。无论是家

族的兴盛还是民族的富强都离不开作为生产力核心的人口[2]，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提升在一定程

度上有赖于足够的青壮年人口数量，保证生育率的合理区间是保证国家发展动力的先决条件。在过去人

本身作为生产工具之一的情况下，生育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种族的存续与发展情况。更何况，生育

在传统中国社会，是家庭这样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的基础[3]。“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看似是一种生

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但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最佳的人口再生产安排：在经济

恶劣的情况下，多生子女虽然会导致家庭成本增加，但不仅通过人数的增加，提升了家族血脉传承的可

能性；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力，提升了家庭整体的生产能力和改变经济贫困现状的可能性。而现代社会随

着生产力的解放，虽然生产力的提升已经不再依靠人口数量的堆砌，但是各个国家仍然非常重视人口问

题，在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视角下，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公共政策上，鼓励生育也仍然是广受认可

的一项社会规范。 
因此可见，生育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整体，是在早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都发挥着关系

着经济生产和文明延续的基础性作用，而维护和发展生育是的政策则无论社会形态如何而被坚定的贯彻

着。 

2.2. 生育与婚姻的关系 

关于婚姻的早期经典论述，可以追溯到周代的《礼记》，其中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

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段文字已然说明了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即婚姻是生

育的一种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婚姻是形式而生育则是内在实质。费孝通将生育制度视为人类文明延续的

制度性保障，通过文化手段来调控生殖生育力，使生育这种生理现象同社会的整体运作相联系[4]。从历

史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因为客观因素或者文化因素的差异，世界各民族的婚姻制度均为更好的实

现生育这一目的而进行了不同程度调整，形成了各异的婚姻家庭制度。例如在早期文明中，人类与资源

环境是一种直接的依赖性关系，相比于男性的渔猎，女性负责采集，食物来源更有保障，有更充足的物

质条件支持生育行为，因此多实行“走婚制”，形成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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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相对摆脱了对生态圈的直接依赖后，相比于女性的采集，男性的渔猎和耕种更具有物质条

件上的优势，更有利于种族的繁衍，因此人类进入父权社会。经济视角下，物质生产能力的强弱不仅决

定了两性在社会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更决定了生育的伦理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而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看来，婚姻与生育，或者说“性”的关系更加明了。就婚姻的本质来说，社会

学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契约论”认为婚姻是两性之间为满足彼此性需求而形成的合作关系，另一“产

权论”则认为婚姻的目的是实现对某一性资源的垄断。因此，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无论是契约论还是产

权论，婚姻均与兼具生理需求和社会资源两种属性的“性”有关。无论是表现为契约抑或是一种资源竞

争，婚姻都是以性需求的实现为目的，由此，陌生男女才借以婚姻的方式采组合成家庭这种相对独立的

小型社会组织[5]。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更加清晰地说明生育是婚姻的原因，婚姻是生育的一种社会

化组织形式，并服务于后者，而非相反。 

3. 生育权法律属性分析 

就生育权的内容来说，生育选择权、决定权，或者说生育自主性是生育利益和生育权利的核心要件

已经确定。但生育权究竟于法律话语体系下系何种权利，目前主要有“宪法权利说”、“人格权说”与

“身份权说”[6]。 
首先，生育权非“母权”，不得在宪法中予以规定，因此并非宪法权利说。“宪法权利就是民法权

利的母权利”[7]，其起到派生和解释子权利的效果。然而事实上，生育权因为其自由权的核心内涵，应

当作为自由权的子权利，而非母权；另外，如果生育权得在宪法中予以体现，则其他如婚姻自主权、隐

私权、肖像权等相关权利均可以载明于宪法，这显然是不符合法理的。 
其次，比较核心特征，生育权异于身份权。一方面，王利明教授认为身份权有“以义务为中心，权

利人在道德和伦理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的本质特性；然而随着生育从必然义务

到利益权利的社会观念的转变，这种受制于他人利益的义务状态与以自决自主为核心内涵的权利状态完

全相异。另一方面，身份权的各种基于身份利益、为回复具有支配力的圆满状态所产生的请求权，在生

育利益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支配力”、“请求权”与“禁止以人为工具”的伦理观念相冲突。

特别是在女权主义法学兴起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生育权利”为口号、实现妇女自身的生育自

主权的生育权运动取得了胜利以来，女性实现了从依附于男性的生育被动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这两方面

看，生育权并非身份权，并非只有具备夫妻身份才享有的权利。与身份权的义务性核心相反，生育权的

法律属性源于她的自由自决性。 
笔者认为，生育权根据其自由自决本性来看，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生育权的出现同人的本质属性

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其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人作为个体生命延续所必需的身体性与精神性利益，而非

财产性利益，展现出了极强的自然法与人权属性。1968 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以

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也正式回应了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的观点。另外，除了考虑权利主体

在生育观念和“性精神”上经历的从自在、自为到自觉的解放外，作为兼具自由性与物质性属性的身体

权部分也应当被涵盖进讨论——对自己身体进行自由支配的身体权是保有生育权的前提，二者存在交叉。

作为生育权构成的“左膀与右臂”，无论是主观自由精神，还是对身体的支配与健康的保持，二者都涵

摄于人格权之中，更无疑说明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 
至于有学者认为，如果生育权属于人格权，其完整性影响到了权利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主体

资格甚至是“人之为人”的资格的问题。这种认为人格权益得以决定主体法律人格的有无的观念，实际

上混淆了二者概念，形成了对人格权的误解——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其以主体本身为客体，具有

自反性；其与法律人格的区分已由德国学者噶莱斯在 1877 年提出：人格权益与人格的析离是区分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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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格的关键。倘依该论者的思路，有关人格权的认识则又返回到了“萨维尼之问”。人格权以主体

为客体的自我指涉性即说明了权利的运行与实现完全寄托于主观世界的“反思”中，任何其他异质性他

者的侵入都将破坏人格权的整全性和闭合性。这种整全、闭合与自足，表现为其他非主体行动者的“消

极行动”，换言之，该权利的“消极权能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格权的完整性和自决”——即具体体现为一

种要求他人对人格利益的尊重和排除干涉为内容的绝对权。就此分析可以看出，人格权的形成在于人格

利益的自我指涉特性和由此衍生出的要求他人尊重的法律上的力——即卡尔·拉伦茨所认为的人格权是

一种受尊重权[8]。自由和利益受到尊重是该权利的核心要旨，与该利益或利益是否有现实化可能性和是

否在主观或客观上存在该自由与利益并无关系。因此，无论独身女性是否选择育养，客观条件是否支持

其生育，其意愿和潜在的生育利益和意愿都应当就此得到社会的尊重。独身女性理应获得此种源于人格

的“受尊重”的权利。 

4. 独身女性应享有生育权——基于社会伦理观念更新的法制变革 

4.1. 完成社会伦理观念的更新 

如上所述，自由意志与生育利益相结合形成生育权，其属于人格权的一种，是自然人应当享有的权

利。独身女性的生育权并不应当受到身体条件和社会政策的限制，因为生育权是自然人均应当享有的权

利，独身女性也不例外。生育利益权利化的迟滞，究其原因是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这极大地阻碍了独

身女性拥抱生育权的脚步。因此，笔者认为对生育权理念和实践的完善，以及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思考和

重塑，应当从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开始，完成对女性的现代化认识和“去近代化”“去封建化”。 
例如，有学者从社会伦理和法律完整性角度考虑，认为如果认可了独身女性的生育权，将造成社会

伦理秩序的破坏，且“等于以立法形式创设了一种新型的婚姻家庭——单亲家庭的结构形式”[9]。这种

认为独身女性的生育权破坏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没有考虑到有关生育观念的变化

和社会包容度的上升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观念下，这些并不能作为反对女性拥有生育权的理由。一方面，

根据《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有 86.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独身女性生育，由

此可见该类问题已经随社会发展移风易俗，不会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另一方面，有关单亲家庭法律

冲击问题更属多虑。如果单亲家庭不具备合法性和利益衡量上的合理性，那么法院做出离婚抚养权判决

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甚至如果功利地考虑公共利益，赞成独身女性生育权将会有助于解决“大龄剩

女”生育诉求问题，最终有助于缓解社会低生育率问题。更重要的现实情况是，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

特别是孕龄妇女歧视，以及综合产生的歧视性敌意环境，迫使妇女在经济利益与生育自由、生育利益之

间做出向单位不公妥协的非自愿选择。这种迫于生存的经济压力而向单位妥协的现状，更使得妇女不敢

向单位、向社会主张自己的生育利益，造成了生育权可有可无的假象，其最终会造成“工作单位生育歧

视–女性迫于经济压力向单位妥协–女性不敢主张生育权利–女性生育利益进一步被破坏”的恶性循环。 
这种社会歧视，仍然是以近代甚至古代女性尚未解放为独立个体时的眼光看待女性，可以认为是残

留的对女性占有和管理的男权心理作祟。正如在古代生育是女性的一种义务一样，生育成了男性约束女

性，控制女性成为享乐标的的工具。而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独身女性首先在物质条件上获得了跳脱

于男性的机会，成为了“逃逸”于男权思想掌控的群体，因此以其为主体的生育利益权利化的争论也最

为强烈。在独身女性生育力的相对独立、越来越多的女性争取生育权利和法理上证成生育利益具有权利

化可能的条件下，生育利益权利化的需要也从独身女性逐渐辐射到整个社会，而这种权利落实的关键和

首要就在于重新审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和其合理的利益诉求与自由需要。 

4.2. 要求现代化法制改革 

独身女性真正完整获取生育权完成生育愿望实现生育利益，不仅要靠社会观念的革新。在观念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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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法律体系的进一步现代化，进一步真正关注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

性，才是真正的万全之策。我国的《民法典》已经制定出台，虽然在法典中进一步明确生育权的人格权

属性，直接以民法视角规范相关主体、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权利义务更能将生育权体系整全化，但是

考虑到法典的独有的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在当下法律体系内，仍旧是采用“广

义民法”视角，通过相关行政法规和司法案例，以硬法和软法并行的方式，共同落实独身女性的生育权。 
首先，应当重新梳理有关行政性立法文件，更正、更新有关要求。从时间来看，《规范》等相关规

范性文件出台于新世纪初，距今已有二十年，社会风气和政策导向均发生了转变。而就上文所讨论的法

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来看，不排除有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可能。《规范》不能说明其为女性单独设置的基

于性别不同而产生的技术利用门槛的合理性。这实际上就有歧视女性，限缩女性利用技术实现生育权可

能性的嫌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规范生育行为的专章第三章“生育调节”中则说明了生育行为的

限制来源应当是“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其为独身女性这一特殊群

体设置不利益，进一步限制生育权的行为，显然超出了“计划生育”的范畴，违反了《立法法》禁止在

没有上位法授权下限制公民权利的要求。 
其次，我国长期受到“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影响，在表述上以原则性阐述为主，很少有对有关

问题进行详细说明的情况。《民法典》之所以被称为“公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就是因为其虽抽象但内

容完善细致，对各类民事行为的基本构成和内容作了通俗易懂而又整全的说明，成为民事行为领域的规

范性指导。因此足以说明，生育权问题的彻底解决和规范化亟需有关法律的具体化。如本文所考察的《办

法》即充分发挥了地方立法的优势，通过对生育登记主体的改革，间接承认了独身女性生育权，为我国

有关立法提供了借鉴。故我国在保持法律法规原则性阐述基础上，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应当灵活细

致，务求能够落实和具体化上位法，保证其可操作性。 

5. 结语与展望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对女性劳动能力的宣示，同时我国不乏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但是相当

一部分用人单位仍然无视法律的规定，甚至认为法律对妇女的保护造成了企业额外的经营成本，加重了

对职场女性的歧视。这种就业歧视和经济压力压缩了妇女的生存利益，使其无法顾及更高层级的生育利

益。保障妇女的生育权益不仅有助于解决《办法》所关心的人口数量问题，更直接惠及女性群体，促进

整个社会的文明化法治化。 
《办法》取消了登记对象是否已婚的限制条件，将生育登记的中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

回归了人口检测以及生育服务本位。行政管控对象不应是作为权利的生育权，而是对女性就业环境破坏

的违法行为；同时发挥行政力量，建设女性相关权益保障。而这种保障就需要国家加强执法，务求落实

相关法律，破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为女性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和自由需要创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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